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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服务供给对省域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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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2008—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 EG 指数法测算了中
国 30 个省份在县级层面的制造业平均集聚程度，结果显示: 从 30 个省份制造业平均集聚程度走势
来看，2009 年左右中国制造业整体空间集聚程度呈现逐年下降特征，空间扩散态势明显，但具有省际
异质性特征; 在测度中国各省份制造业分行业集聚程度基础上，通过手工收集各省份高铁日出行频

次数据，运用 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服务供给对省域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实证结果显
示，从整体上看，高铁服务供给的增加对制造业空间集聚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促进了制造业的空间

分散; 进一步通过分行业考察发现，高铁服务供给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空间集聚的负向影响，大

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行业。通过分时段回归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对实证结论进行稳健
性测试，发现结论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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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各地区制造业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空间分布极不平衡。制造业高度

集中于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外围城市和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地区，则普遍面临制

造业份额偏低、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无法充分实现的发展困境。制造业发展的空间失衡，带来区域
间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推进我国经济由
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实现经济发展动能转换过程中，必须更为关注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

问题。
2007 年 4 月 18 日时速 200 公里的“和谐号”动车组列车( D460) 从上海驶向苏州，拉开了中国高
铁建设和运行的序幕，中国进入了高铁建设的黄金时期，仅 2008—2014 年间就有超过 40 条高铁客
运专线实现通车运营，截至 2017 年底，全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已达到 2． 5 万公里，占到全球高铁运
营总里程的 65%以上①。日益完善的高铁网络极大地改善了中国跨省区、跨市区的交通条件，出行
时间极大节约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正深刻改变着中国城市的竞争格局。根据新经济地理学观点，
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空间分布具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带来的运输成本下降，可

能促使生产要素加速向发达的中心地区集中，从而引起产业更多地向中心地区集聚，二是交通基础

设施完善带来的运输成本下降，也可能促使生产要素由中心地区向外围地区扩散，从而引起产业的

空间扩散。那么作为一种新兴的交通基础设施，高铁到底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产业的空间集聚还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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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扩散?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本文以高铁服务供给为视角，从实证层面考察高铁服务供给对
中国省域制造业行业集聚的影响，可为新时期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参考，也为高铁经

济分布效应研究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 一) 文献回顾

有关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制造业集聚的理论研究文献，最早可追溯至 Weber［1］提出的工业区位
论，在费用最小化就是最好区位的理论前提下，其认为影响制造业集聚的最主要原因是运输成本和

生产密度。Hoover［2］发展了 Weber提出的工业区位理论，进一步分析了交通成本和生产成本变化对
产业区位的影响。Ohlin［3］提出的一般区位理论认为，交通运输方便的区域能够吸引资本和劳动力
从而成为重要市场。Isard［4］提出的一般均衡区位论详细地探讨了运费量、运费率和劳动力等对企业
区位的影响。Krugman［5-6］提出的中心 －外围理论认为，“中心 －边缘”模式主要取决于运输成本、规
模经济和制造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Krugman and Venables［7］进一步发现运输成本和产业集聚呈
倒 U型关系，当运输成本较低或运输成本很高时，制造业将趋向于分散，而中间水平的运输成本，产
业集聚程度将达到最高，这些理论研究均强调了运输成本在决定产业区位中的重要作用。
从实证研究来看，有关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也较为丰富。从近年来的研究

看，Alaón-Prado and Arauzo-Carod［8］研究了路网改造带来的可达性改善对制造业企业区位决策的影
响，发现路网改造带来的可达性条件改善对制造业集聚具有重要意义。Song et al．［9］基于首尔都市
圈产业集聚与交通可达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运输网络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另外，Alaón-Prado and Arauzo-Carod［8］、Mejia-Dorantes et al．［10］、Ｒios-Quezada and Obregon-
Biosca［11］的研究也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城市可达性改善对产业区位具有重要影响。从国
内研究来看，唐红祥［12］、刘荷和王健［13］研究了不同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而叶炜
和林善浪［14］、邓涛涛等［15］、毛琦梁和王菲［16］则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不同行业的异质性影响。这
些研究文献均以传统交通基础设施作为考察对象，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近年来高铁交通设施的兴起，

一些文献已开始关注高铁的产业集聚效应。例如 Shao et al．［17］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高铁服
务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发现高铁服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Dai et al．［18］基于
京沪高铁沿线城市产业集聚的研究发现，高铁通车带来了沿线城市市场潜力的提高，进而促进了具

有高铁站点的沿线城市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但对不具有高铁站点的城市产生了产业扩散效应。
Sun et al．［19］考察了京广高铁对沿线城市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发现高铁显著提高了高铁城市的制造
业集聚程度，但高铁的集聚影响会因地区而异，且高铁对制造业的集聚效应在超过一定阈值水平后

会转变为分散效应。李雪松和孙博文［20］以京广高铁沿线城市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高铁对沿线城市
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认为高铁通车对沿线站点城市制造业的集聚效应先后将经历集聚加速、集聚弱
化和扩散三个阶段。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对于高铁的产业集聚效应研究，目前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特别是

高铁建设到底促进了产业集聚还是产业扩散，仍然存在较大争议; 且以往文献对于高铁产业集聚效

应的研究，多数基于城市层面，比较开通高铁城市和未开通高铁城市在产业空间分布上的差异; 在研

究方法上多采用双重差分法，同时产业集聚衡量指标大多采用区位熵。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回答高铁
服务供给会对中国省域制造业行业在县级层面上的集聚带来何种影响，而采用区位熵方法，在度量

产业集聚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偏差。相比已有的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本
文充分考虑了行业企业规模和产业组织等因素对产业集聚测度的影响，采用 EG指数测算了中国 30
个省份 27 个二位数制造业行业在县级层面的集聚指数; 二是采用连续变量衡量高铁服务供给。以
往研究文献多数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高铁开通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具体做法是将高铁变量设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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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变量，当某个城市开通高铁设为 1，未开通高铁则设为 0，这种变量设置方法虽然能够评估一个地
区开通高铁带来的净影响，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其中之一是虚拟变量法无法准确区分地区间高铁服

务供给强度不同带来的影响差异，且无法评估每增加一单位高铁服务的边际影响。本文则采用连续
变量来衡量高铁服务供给，评估高铁服务供给增加对省域制造业行业集聚的边际影响，弥补了以往

研究中的不足。
( 二) 高铁服务供给影响制造业集聚理论分析

高铁打破了地区间、城市间的地理阻隔，拉近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有助于促进城市间的人员往
来与经济合作。高铁服务供给会通过改变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而影响企业区位。高铁服务供给有助
于促使劳动力由沿线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进而有利于改善中小城市制造业发展不足的局面。已
有部分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如 Sasaki et al．［21］基于日本的研究发现高铁网络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促使
人口和经济活动呈现区域扩散特征。Kim［22］基于首尔 －釜山高铁客运通道的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
与就业有关的空间结构随时间推移有更加分散的趋势。Heuermann and Schmieder［23］基于荷兰的研
究发现，高铁网络扩张带来的通勤时间的节约，会使居住在大城市的工人在保留大城市居住地的同

时，将工作地点由大城市转移到小城市，使沿线较小城市获得大城市的合格工人。而一些基于中国
的研究也认为高铁开通会重塑人口的空间格局，如张明志等［24］基于中国的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

降低了城区的人口密度。Long et al．［25］基于中国地级城市数据的研究发现高铁在促进欠发达的中
西部城市扩张方面几乎是发达城市的两倍; 王赟赟和陈宪［26］的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带来的通勤成本

节约增加了中小城市的人口流入。在要素市场上，高铁服务除了影响人口流动以外，也可能通过影
响资本流动和技术溢出而改变制造业区位。交通可达性是影响企业区位的重要因素，交通可达性提
高带来的出行成本节约有助于促进产业集聚［8，9，27］。相对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在要素价格方面具备
比较优势，例如中小城市拥有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工业地价格和资源价格，但往往由于交通条
件限制，通勤成本较高和信息不畅，一些城市的区位价值无法体现，而高铁服务供给则极大提高了沿

线中小城市的交通可达性，通勤成本的节约和更为频繁的城市间交流带来的信息传播，对中小城市

区位价值的实现非常有利。大城市虽然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但也面临着诸如劳动力、土地等要素
价格上涨的“拥挤效应”的困扰，企业发展面临着较高的成本压力。在中小城市区位价值得到体现的
情况下，资本流动由倾向于流向大城市，变为更多地向中小城市流动，从而在地理上体现为制造业更

多地向中小城市集聚。技术溢出是影响产业区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而高铁服务供给带来的跨城交
流的增加，有助于促进城市间的技术溢出，如 Dong et al．［28］的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有助于促进城市之
间的知识交流，从而产生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高铁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增强，将显著提高沿线
中小城市获得大城市前沿技术的可能性，这将使企业并不一定要选址于发达但要素价格不断上涨的

大城市，而可以选择具有成本优势的中小城市。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设:高铁服务
供给将对省域制造业集聚产生抑制作用，促进了制造业的空间扩散。
三、中国省域制造业集聚的测算
( 一) 测算方法

目前使用企业层面数据测量产业空间集聚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是 Ellison and Glaeser［29］提出的
测算 EG 集聚指数，二是 Duranton and Overman［30］提出的基于地理距离测算产业集聚系数 DO 指
数［31］。两者各有优劣，DO指数需要根据企业详细的地理信息，通过经纬度换算成地理距离后进行
相应的测算，但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制造业企业数据中一些年份存在较多的企业详细地理信息

的缺失，无法反映全部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地理分布全貌，因此，采用 DO 指数测算制造业地理集聚
程度可能存在较大的偏差。相反地，EG指数测算仅需要企业所属行业分类、行政区域和就业数或工业
产值等信息，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这类信息是比较完整的，因此相对而言 EG指数法具有较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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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本文采用 Ellison and Glaeser［29］提出的 EG指数法对中国30个省份27个制造业二位数行业在县级
层面的集聚程度进行测算。EG指数充分考虑了企业规模、区域差异以及产业组织等因素对产业集聚
的影响，能够较大程度上克服传统测度产业集聚的指标如区位熵、产业空间基尼系数、方差系数等没有
考虑企业规模差异和地区差异等情况的不足。EG指数的测算公式如下:

EGi =
∑
M

i = 1
( si － xi )

2 (－ 1 －∑
M

i = 1
x2 )i ∑

N

j = 1
z2

(
j

1 －∑
M

i = 1
x2 ) (i 1 －∑

N

j = 1
z2 )i

( 1)

其中，M为区域个数，si 为第 i个区域中某行业就业人数( 产值) 占该行业总就业人数( 总产值)
的比重; xi 为第 i个区域中所有行业就业人数( 产值) 占整个地区所有行业的就业人数( 产值) 比重，
代表总体集聚程度，反映某行业相对于全体行业地理分布的偏离程度。N为企业个数，zj 为第 j个企
业就业人数( 产值) 占该行业所有就业人数( 产值) 的比重，主要用于计算赫芬达尔指数，反映企业的

规模分布情况。
表 1 2008—2013 年中国省域制造业集聚程度测度

省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趋势
北京 0． 072 3 0． 083 3 0． 141 1 0． 045 3 0． 046 2 0． 044 2 ↓
天津 0． 060 8 0． 075 0 0． 127 4 0． 075 9 0． 071 7 0． 063 7 ↓
河北 0． 032 4 0． 056 3 0． 063 6 0． 045 2 0． 044 2 0． 037 4 ↓
山西 0． 082 6 0． 112 5 0． 178 9 0． 063 1 0． 073 8 0． 066 9 ↓
内蒙古 0． 081 9 0． 083 4 0． 201 9 0． 110 2 0． 106 2 0． 109 1 ↓
辽宁 0． 047 5 0． 060 0 0． 097 4 0． 030 4 0． 030 3 0． 029 0 ↓
吉林 0． 054 8 0． 146 2 0． 152 8 0． 051 3 0． 048 2 0． 045 3 ↓
黑龙江 0． 081 5 0． 076 0 0． 127 3 0． 078 6 0． 079 7 0． 065 8 ↓
上海 0． 055 3 0． 073 4 0． 078 3 0． 027 2 0． 034 1 0． 032 5 ↓
江苏 0． 022 5 0． 023 5 0． 043 7 0． 021 9 0． 020 9 0． 019 0 ↓
浙江 0． 025 6 0． 053 8 0． 060 7 0． 029 4 0． 028 3 0． 027 2 ↓
安徽 0． 033 1 0． 067 6 0． 099 1 0． 029 8 0． 028 1 0． 020 7 ↓
福建 0． 040 8 0． 039 0 0． 068 6 0． 038 7 0． 038 6 0． 037 4 ↓
江西 0． 030 7 0． 079 3 0． 079 3 0． 039 3 0． 036 8 0． 028 6 ↓
山东 0． 016 6 0． 047 4 0． 053 7 0． 015 1 0． 014 7 0． 015 5 ↓
河南 0． 025 1 0． 051 6 0． 023 1 0． 022 1 0． 022 0 0． 021 4 ↓
湖北 0． 039 6 0． 070 8 0． 046 4 0． 041 3 0． 039 6 0． 036 4 ↓
湖南 0． 040 3 0． 057 5 0． 034 2 0． 041 3 0． 039 6 0． 036 3 ↓
广东 0． 044 3 0． 038 8 0． 024 9 0． 032 5 0． 032 6 0． 031 7 ↓
广西 0． 032 4 0． 062 3 0． 033 4 0． 040 0 0． 041 2 0． 050 6 ↑
海南 0． 252 3 0． 233 2 0． 187 2 0． 223 5 0． 209 9 0． 234 9 ↑
重庆 0． 057 1 0． 083 9 0． 058 0 0． 058 4 0． 055 5 0． 045 6 ↓
四川 0． 042 4 0． 051 5 0． 040 4 0． 032 4 0． 030 7 0． 031 0 ↓
贵州 0． 117 6 0． 108 8 0． 140 1 0． 073 0 0． 074 3 0． 046 2 ↓
云南 0． 049 1 0． 099 6 0． 060 5 0． 034 1 0． 032 9 0． 043 6 ↓
陕西 0． 074 0 0． 110 3 0． 048 8 0． 048 7 0． 046 5 0． 039 2 ↓
甘肃 0． 076 1 0． 202 6 0． 077 1 0． 124 0 0． 098 5 0． 082 1 ↓
青海 0． 237 6 0． 354 0 0． 190 4 0． 253 6 0． 174 5 0． 257 2 ↑
宁夏 0． 211 2 0． 292 0 0． 224 0 0． 217 0 0． 185 1 0． 171 1 ↓
新疆 0． 065 8 0． 150 5 0． 110 7 0． 086 3 0． 081 3 0． 098 8 ↑
省份均值 0． 070 1 0． 101 5 0． 095 8 0． 067 7 0． 062 2 0． 062 3 ↓

( 二) 测算结果

表 1 为基于 EG 指数法测算的
2008—2013 年中国 30 个省份 27 个行业
的 EG 指数均值。2008—2013 年间多数
省份制造业集聚程度先后经历了从“集聚
加深”到“集聚弱化”的过程。分时序来
看，2008—2010 年间，制造业平均集聚程
度逐年加深的省份有北京、天津、河北、山
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
苏、浙江和安徽、山东等省份，而集聚程度
逐年弱化的省份则仅有广东、海南等少数
省份。在 2010 年后，绝大多数省份的 EG
指数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呈现逐年

下降特征的省份包括天津、河北、辽宁、吉
林、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等
省份，本文对 30 个省份制造业平均集聚
程度求均值后发现，2008—2013 年间，中
国各省份制造业平均集聚程度呈现出明

显的下降态势，特别是 2009 年后，整体上
呈现逐年下降特征。省域县级层面 EG指
数均值从 2009 年的 0． 101 5 下降至 2013
年的 0． 062 3。
四、高铁服务影响省域制造业集聚

的实证检验

上文运用 EG 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
30 个省份 27 个制造业行业在县级层面的
平均集聚程度，发现 2008—2013 年间，特
别是 2010 年后，中国有较多省份制造业平均集聚程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么这种演变是否与同

—03—

朱文涛 高铁服务供给对省域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研究



时期的高铁服务供给有关? 高铁网络不断完善是否已经构成影响中国制造业空间演化的重要动因?

这部分通过手工收集中国各省份高铁列车出行频次数据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微观

企业加总的数据，就高铁服务供给对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 一) 变量的选择与数据说明

1． 变量的选择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制造业集聚 EG指数，核心解释变量为高铁服务供给强度。另外，为了控制遗

漏变量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根据经济理论和已有研究文献，在模型中控制了产业组织集中度、资源
和能源投入强度以及企业平均规模等代表行业特征的变量以及城市化率和地方保护程度等反映省

域特征的变量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各变量说明如下:

( 1) 核心解释变量
采用各省份高铁日出行频次作为衡量高铁服务供给强度的指标，并用 HSＲ表示。本文并没有使

用已有研究中较多采用的虚拟变量度量高铁服务的做法，而是采用高铁日出行频次这种连续变量作

为高铁服务供给的衡量指标，其好处是能够较为准确地度量高铁服务的边际影响，同时也可弥补以

往研究中采用虚拟变量无法刻画高铁服务强度差异的问题。Chen and Haynes［32］、Wang and Duan［33］

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其中，Wang and Duan［33］以高铁开通率和列车服务频率作为高铁服务的衡量
指标，在此基础上考察了高铁服务对商业用地市场的影响。
( 2) 控制变量
资源和能源投入强度。对资源投入的依赖是影响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受运输成本

和交通条件限制，一些资源产业会更多地集聚于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如农副食品加工业通常位于农

产品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金属矿产加工业通常位于金属矿产较为丰富的地区。借鉴贺灿飞等［34］的做
法，采用农林牧渔产业投入占总投入比重反映行业的资源投入强度，采用煤炭采选产品和石油天然气

开采产品投入占总投入比重来反映行业的能源投入强度，分别用 Arg_INP和 Eng_INP表示。
产业组织集中程度。大企业往往贡献了更多的产值和就业。由于产业间的横向和纵向联系，大

型企业周围往往集聚着众多规模较小的企业，其中一些企业可能作为大企业的配套产业存在，另一

些企业则是为了共享大企业周围的配套设施服务、劳动力市场以及专业化服务而集聚于大企业周
围，形成产业的地理集聚。因此，预期产业组织集中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制造业集聚。采用赫芬
达尔指数来衡量产业组织的集中程度，用 H表示。赫芬达尔指数计算公式为:

H = ∑
i = 1

s2i ( 2)

其中，si 为产值或就业占比。

企业规模。企业规模也是影响制造业集聚的因素，本文借鉴贺灿飞等［34］的做法用制造业行业
的企业平均就业人数作为企业规模的替代变量，并用 Size表示。
城市化率。目前衡量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一般采用土地城市化率或人口城市化率指标，但

相对于土地城市化率，人口城市化率更能反映一个地区的整体城市化水平，因此，采用城镇人口占所

在省份常住人口比重作为地区城市化率的衡量指标，用 Urb表示。陈曦等［35］基于省区面板数据研究
发现，城镇化与制造业集聚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 U关系。
地方保护。产业集聚的制度因素在以往研究中受到较多关注，如路江涌和陶志刚［36］发现地方

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制造业的区域集聚，而杨洪焦等［37］也发现地方保护下降有利于产业集聚。
本文借鉴徐宝昌和谢建国［38］、陆铭和陈钊［39］、吕越等［40］有关地区市场分割测算方法，选择食品类、
油脂类、酒类、水产品、鞋帽、服装、化妆用品、日用品和燃料等 9 类产品作为市场分割的衡量产品。
按照产品种类逐一测算相邻省份的产品相对价格，相对价格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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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Qijt = ln( Pk
i，t /P

k
i，t －1 ) － ln( Pk

j，t /P
k
j，t －1 ) ( 3)

其中，Pk
i，t表示地区 i在 t时期的 k种产品价格指数，Pk

j，t表示与 i地区相邻的 j 地区在 t 时期的 k
种产品价格指数。进一步，通过去除同年份该类产品的价格指数均值来消除产品种类效应的影响，
则相对价格表达式变为:

mk
ij，t = ΔQk

ij，t － ΔQk
t ( 4)

通过计算 mk
ij，t价格变动的方差，可以得到 396 ( 66 × 6 = 396) 个观测值，将 66 对相邻省份的指数

按照省份合并得到每个省份每年的市场分割指数。用市场分割指数作为地方保护的替代变量，并用
INS表示。

2． 数据说明
本文 EG指数测度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全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

数据，包含了企业所处的地区、所属行业以及每个企业的就业人数及其他企业财务数据。我们保留
了每个企业的地区代码、行业代码和就业人数指标，选择 2008—2013 年作为本文的研究时段。2008
年开始，中国才真正意义上步入高铁时代，高铁网络也是在 2008 年后才逐步由线成网，另一方面，目
前可获得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最新数据仅到 2013 年，2013 年后数据获取难度较大，考虑本文的研
究目的和数据可得性，最终选择 2008—2013 年作为本文考察时段。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统计
口径在 2011 年发生了一次变更，但由于 EG指数是一种相对指标，原始数据统计口径的变化并不会
对 EG指数的测度带来明显的影响。另外，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虽然样本量巨大、时间长、统计指标
多，但也存在诸如企业信息有误、指标异常、行业代码缺失以及从业人员小于零或缺失的企业样本，
在测算 EG指数之前，我们剔除了地区代码缺失、行业代码缺失以及从业人数、工业总产值小于 0 或
缺失的样本，剔除了工业企业数据中非制造业企业样本。为了使各年份的 EG 指数具备连续性和可
比性，我们利用 2002 年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表( GB /T4754—2002 ) 和 2011 年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表( GB /T4754—2011) 对考察期制造业企业行业分类代码进行调整统一。另外，我们通过查询中国
国家民政部公布的历年年度县级以上行政区划代码表，将考察期各年度的县级行政代码进行调整

统一。
表 2 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Eg_JOB 4 325 0． 070 5 0． 114 0 0． 002 0 0． 029 8 0． 705 8
Eg_IND 4 203 0． 107 0 0． 155 2 0． 000 0 0． 048 1 0． 996 9

ln( HSＲ + 1) 4 860 3． 081 6 2． 372 7 0． 000 0 3． 663 6 7． 150 7
H 4 727 0． 112 9 0． 204 6 0． 000 4 0． 028 9 1． 000 0

Arg_INP 4 857 0． 073 9 0． 120 8 0． 000 0 0． 010 6 0． 442 7
Eng_INP 4 857 0． 033 9 0． 104 1 0． 000 0 0． 005 6 0． 887 4
lnSize 4 737 5． 687 1 0． 668 4 3． 772 8 5． 698 6 7． 630 4
UＲB 4 860 0． 524 4 0． 136 2 0． 300 0 0． 500 0 0． 890 0
INS 4 860 0． 000 6 0． 000 4 0． 000 1 0． 000 5 0． 002 7

高铁服务供给强度指标数据来源于

2008—2013 年《极品列车时刻表》，我们
手工收集了中国省份高铁日出行班次数

据，本文所指的高铁是以 G( 高速列车) 、
D( 动车组) 和 C( 城际列车) 开头的铁路
列车，在加总班次数据时，为避免重复计

算导致的数据加总偏差，剔除了所有起

始站、终点站、出发时间和到达时间均相
同的列车班次。地方保护测算数据来源
于各年度《中国物价年鉴》，资源和能源
投入强度变量数据来源于 2007 年和 2012 年版《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其中考察期的前三年，也即
2008—2010 年，本文采用 2007 年版《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计算各行业的资源和能源投入强度; 考
察期的后三年，也即 2011—2013 年，采用 2012 年版《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计算各行业的资源和能
源投入强度。其他数据均来源于 2008—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另外，由于西藏自治区行业
数据不全，且缺失较为明显，因此在样本中剔除了西藏自治区。表 2 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二) 计量模型的建立

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基础，并结合上文的理论假设，我们初步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对高铁服务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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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的制造业集聚效应进行估计:

EG_JOBij，t ( EG_INDiij，t ) = α + β1 × ln( 1 + HSＲit ) + β2 × Hij，t + β3 × Arg_INPij，t

+ β4 × Eng_INPij，t + β5 × lnSizeij，t + β6 × UＲBij，t + β7 × INSij，t + εij，t ( 5)
其中，下标 i表示地区，j表示行业，t表示时间，EG_JOBij，t和 EG_INDij，t分别表示以就业数测算的

EG指数和以产值测算的 EG指数，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ln( 1 + HSＲit ) 为高铁服务供给的对数，之所

以采用 1 + HSＲ取对数，是由于一些省份未开通高铁时，高铁服务强度为 0。Hij，t为赫芬达尔指数，

Arg_INPij，t为农林牧渔产品投入占总投入比重，Eng_INPij，t为煤炭采选产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
占总投入比重，UＲBij，t为城市化率，εij，t为随机误差项。陈曦等

［35］的研究认为城镇化与制造业集聚之

间存在非线性的倒 U关系，本文通过画散点图也有类似发现，因此在计量模型( 5 ) 中进一步加入城
市化率的二次项，同时，考虑到可能存在的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我们在计量模型中还加入

了行业固定效应项和时间固定效应项，最终实证模型为如下形式:

EG_JOBij，t ( EG_INDij，t ) = α + β1 × ln( 1 + HSＲit ) + β2 × Hij，t + β3 × Arg_INPij，t

+ β4 × Eng_INPij，t + β5 × lnSizeij，t + β6 × UＲBij，t + β7 × UＲBSQij，t

+ β8 × INSij，t + μi + λ t + εijt ( 6)
其中，UＲBSQij，t为城镇化率的平方项，μi 为行业固定效应，λ t 为时间固定效应。
( 三) 实证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 1) ～ ( 3) 列报告了基于就业数计算的 EG指数作为被解释变

量的回归结果，第( 4) ～ ( 6) 列报告了基于工业总产值计算的 EG 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从表 3 可以看出，无论是以就业数测算的 EG指数还是以总产值测算的 EG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回
归结果均显示高铁服务供给强度的系数为负值，且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高铁服务供给
强度的增加对制造业整体集聚水平的提高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促进了制造业的空间扩散。可能的
解释是: 高铁服务极大地改变了区域间的相对比较优势，且为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提供了极大便

利。要素价格是影响企业选址的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经济欠发达的外围地区无论是土地租金还
是劳动力价格均明显低于经济发达的中心地区，但由于中心地区有更为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更优

的市场可达性，通常集聚着大量的制造业企业，而外围地区由于交通可达性限制，要素价格的比较优

势并不能得到很好发挥，高铁通车以及由此带来的高铁服务供给的增加，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心

和外围地区的相对区位优势: 一方面，高铁服务供给拉近了外围地区与中心地区的时空距离，提高了

外围地区的市场潜力，外围地区交通可达性的提高和相对于中心地区更低的要素价格，促使位于中

心地区的制造业向外围地区扩散。另一方面，高铁服务供给打破了漫长地理距离带来的区域间要素
和人员流动的地理阻隔，极大地便利了劳动力和资本的跨地区流动，有利于地区间的交流和合作，促

进了市场一体化发展，使制造业不再主要集中于中心地区，而是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寻找符合企业发

展要求的地理区位。
在控制变量方面，产业组织集中度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产业集中带来了产业集聚。

出于规模经济和成本考虑，一些中小企业通常会布局于大企业周围以便共享劳动力市场和专业化服

务，同时大企业周围通常也布局着较多的为大企业提供零部件和技术服务的配套企业，因此产业组

织集中会带来产业地理集聚。农林牧渔产品投入强度和能源投入强度等资源投入系数均显著为负，
说明对资源投入依赖较高的行业在空间上更为分散，这与资源产品的运输成本较高，但分布较为广

泛有关。城市化率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城市化率与制造业集聚之间存
在非线性的倒 U型关系，省域城市化率的提高有助于制造业集聚，但城市化率达到一定程度时，城市
化率的继续提高将显著降低制造业集聚水平，促进制造业空间扩散。可能的解释是，从省域内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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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市化进程来看，在城市化初期，各地区城市化进程不一，少数地区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化率相

对较高，出于接近市场和共享基础设施考虑，制造业会更多地集聚于城市发展迅速且城市化率较高

的地区，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地区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而原来制造业高度集聚的地

区，由于制造业高度集聚带来“拥堵效应”等提高了制造业成本，使一部分制造业企业外迁至其他地
区，形成了制造业的空间扩散。本文实证结论与陈曦等［35］相一致。企业平均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规模经济有利于制造业集聚，这与贺灿飞等［34］的实证结论相一致。地方保护主义系数在各列
中均为负，在以就业数测算的 EG 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地
方保护主义与制造业集聚的关系，在已有的研究中受到较多的关注，多数研究认为地方保护不利于

产业集聚，本文的实证结论与路江涌和陶志刚［36］、杨洪焦等［37］相一致。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EG_JOB EG_IND
( 1) ( 2) ( 3) ( 4) ( 5) ( 6)

ln( 1 + HSＲ) － 0． 014＊＊＊
( 0． 001)

－ 0． 010＊＊＊
( 0． 001)

－ 0． 011＊＊＊
( 0． 001)

－ 0． 020＊＊＊
( 0． 001)

－ 0． 020＊＊＊
( 0． 002)

－ 0． 022＊＊＊
( 0． 002)

H 0． 382＊＊＊
( 0． 032)

0． 382＊＊＊
( 0． 031)

0． 194＊＊＊
( 0． 036)

0． 192＊＊＊
( 0． 036)

Arg_INP － 0． 068＊＊
( 0． 031)

－ 0． 083＊＊＊
( 0． 031)

－ 0． 070
( 0． 076)

－ 0． 114
( 0． 075)

Eng_INP － 0． 156＊＊＊
( 0． 054)

－ 0． 159＊＊＊
( 0． 054)

－ 0． 312＊＊
( 0． 126)

－ 0． 317＊＊
( 0． 126)

UＲB 0． 077＊＊＊
( 0． 012)

0． 488＊＊＊
( 0． 082)

0． 163＊＊＊
( 0． 024)

1． 174＊＊＊
( 0． 176)

UＲBSQ － 0． 336＊＊＊
( 0． 065)

－ 0． 826＊＊＊
( 0． 143)

lnSize 0． 020＊＊＊
( 0． 005)

0． 020＊＊＊
( 0． 005)

0． 016*

( 0． 009)
0． 017*

( 0． 009)

INS － 18． 777＊＊＊
( 4． 444)

－ 14． 535＊＊＊
( 4． 421)

－ 17． 981*

( 9． 208)
－ 8． 133
( 9． 403)

常数项
0． 050＊＊＊
( 0． 005)

－ 0． 066＊＊
( 0． 027)

－ 0． 179＊＊＊
( 0． 033)

0． 072＊＊＊
( 0． 009)

－ 0． 056
( 0． 054)

－ 0． 329＊＊＊
( 0． 073)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4 325 4 245 4 245 4 780 4 691 4 691
Ｒ2 0． 229 0． 366 0． 370 0． 095 0． 126 0． 133

注: 表中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表中各列均控制了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

2． 内生性问题
在上文中，采用最小二乘

法就高铁服务供给强度对制造

业行业集聚的影响进行了估

计。然而，作为一种重要交通
设施，高铁服务供给强度的高

低取决于地区出行需求和国家

或地区层面高铁规划。制造业
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通常集

聚着大量的就业人口，使得集

聚区出行的交通需求较大。在
需求驱动下交通规划部门通常

更倾向于在制造业就业人口较

多的地区建设高铁，因此高铁

服务强度与制造业集聚之间可

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由此可

能导致内生性问题。解释变量
的内生性将导致 OLS并不能得
出一致估计。因而，为了有效
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

具变量法进行估计。选取高铁
服务供给强度作为内生变量，并采用 2006 年各省份铁路客运总量和铁路列车日出行频次作为高铁
服务强度的工具变量，这主要是因为 2006 年全国各省份均未出现高铁客运专线，然而，2006 年的各
省份铁路客运量和铁路列车日出行频次直接反映了当地对铁路客运的需求和原有的铁路基础设施

状况，当时的铁路客运需求和铁路基础设施状况与 2008 年后各省份高铁服务供给存在密切相关关
系，因为 2008 年后高铁客运专线一部分是由原来的普通铁路客运线改造而来，同时在高铁规划中也
优先向铁路客运需求较多地区倾斜②。另一方面，2006 年各省份铁路客运量和铁路列车日出行频次
作为历史的前定变量，也满足了外生性条件。当然，要获得有效的工具变量，必须对工具变量的有效
性进行检验。表 4 报告了基于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在表 4 下半部分，报告了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几
种检验，过度识别检验中 Hensen J统计量所对应的 P值均不显著，检验结果接受了不存在过度识别
的原假设，而不可识别检验显示 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对应的 P值均为 0． 000，强烈拒绝了不
可识别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均为外生变量。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显示对于名义显著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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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高铁服务供给强度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工具变量法估计
EG_JOB EG_IND

IV_2SLS IV_2SLS IV_GMM IV_2SLS IV_2SLS IV_GMM

L． EG_JOB 0． 486＊＊＊
( 0． 037)

L． EG_IND 0． 527＊＊＊
( 0． 033)

ln( 1 + HSＲ) －0． 020＊＊＊
( 0． 002)

－0． 023＊＊＊
( 0． 002)

－0． 013＊＊＊
( 0． 002)

－0． 051＊＊＊
( 0． 004)

－0． 058＊＊＊
( 0． 005)

－0． 035＊＊＊
( 0． 005)

H 0． 327＊＊＊
( 0． 033)

0． 318＊＊＊
( 0． 033)

0． 128＊＊＊
( 0． 033)

0． 082＊＊
( 0． 036)

0． 064*

( 0． 036)
－0． 028
( 0． 035)

Arg_INP －0． 103＊＊＊
( 0． 032)

－0． 133＊＊＊
( 0． 032)

－0． 052*

( 0． 029)
－0． 170＊＊
( 0． 077)

－0． 255＊＊＊
( 0． 077)

－0． 169＊＊
( 0． 07)

Eng_INP －0． 151＊＊＊
( 0． 056)

－0． 155＊＊＊
( 0． 056)

－0． 056
( 0． 052)

－0． 313＊＊
( 0． 131)

－0． 322＊＊
( 0． 132)

－0． 1
( 0． 137)

UＲB 0． 142＊＊＊
( 0． 016)

0． 795＊＊＊
( 0． 099)

0． 467＊＊＊
( 0． 094)

0． 367＊＊＊
( 0． 036)

2． 082＊＊＊
( 0． 237)

1． 258＊＊＊
( 0． 238)

UＲBSQ －0． 524＊＊＊
( 0． 074)

－0． 309＊＊＊
( 0． 07)

－1． 380＊＊＊
( 0． 179)

－0． 819＊＊＊
( 0． 176)

lnSize 0． 019＊＊＊
( 0． 005)

0． 019＊＊＊
( 0． 005)

0． 025＊＊＊
( 0． 004)

0． 013
( 0． 009)

0． 013
( 0． 009)

0． 020＊＊
( 0． 008)

INS －41． 448＊＊＊
( 6． 063)

－38． 728＊＊＊
( 5． 954)

－20． 782＊＊＊
( 5． 615)

－85． 393＊＊＊
( 12． 602)

－77． 337＊＊＊
( 12． 247)

－54． 304＊＊＊
( 11． 473)

常数项
－0． 050*

( 0． 027)
－0． 222＊＊＊
( 0． 035)

－0． 224＊＊＊
( 0． 036)

－0． 009
( 0． 054)

－0． 459＊＊＊
( 0． 081)

－0． 326＊＊＊
( 0． 079)

样本数
Ｒ2

4 245
0． 342

4 245
0． 336

3 362
0． 521

4 691
0． 068

4 691
0． 056

3 869
0． 378

Hensen J统计量
2． 276
［0． 131］

0． 150
［0． 698］

0． 014
［0． 906］

2． 224
［0． 135］

0． 032
［0． 858］

1． 050
［0． 305］

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

831． 561
［0． 000］

649． 98
［0． 000］

449． 197
［0． 000］

937． 854
［0． 000］

740． 909
［0． 000］

560． 369
［0． 000］

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

516． 218 455． 835 290． 931 581． 496 517． 565 377． 295

Wu-Hausman F
统计量

39． 951
［0． 000］

50． 725
［0． 000］

78． 638
［0． 000］

93． 094
［0． 000］

注: 表中括号( ) 内为稳健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水平上显著; ［］为统计量对应的 p值。

平为 5%的检验，其真实显著性水
平不会超过 15%，因此，有理由认
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基于
稳健性考虑本文还使用了对弱工

具变量更不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

似然法( LIML) 进行估计，系数与
2SLS 估计结果相似，这进一步证
明了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使
用工具变量的前提是存在内生解

释变量，由于异方差情形下，传统

的 Hausman检验失效，而异方差检
验表明存在异方差问题，为此本文

进行了异方差稳健 DWH 检验，从
表 4 可看出Wu-Hausman F检验结
果拒绝了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

的原假设，因此可认为高铁服务强

度 HSＲ为内生解释变量。一般地，
异方差情形下 GMM 相对于 2SLS
更有效率，在表 4 本文同时报告了
2SLS和两步最优 GMM 回归结果，
考虑到制造业集聚具有路径依赖

和动态递延特征，故在两步最优

GMM估计中加入了因变量的滞后
项。从各列回归的 Ｒ2 对比看，两

步最优 GMM 估计中的 Ｒ2 值要明

显高于 2SLS，因此，在后文的实证
中，均采用更有效的两步最优

GMM方法进行模型估计。从表 4 各列回归结果来看，控制了内生性后，高铁服务供给强度的系数依
然为负值，且均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高铁服务供给强度的提高确实会对制造业整体集聚产生负向
抑制效应，促进了制造业的空间扩散。

3． 行业异质性分析
制造业各行业要素投入结构的不同，可能使高铁服务供给强度对制造业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异

质性，而全样本的考察通常忽略了不同行业的差异。基于此，本文借鉴鲁桐和党印［41］按照要素密集
度进行的行业分类方法，将制造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
业③，进行行业分类回归估计。表 5 报告了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各项回归中高铁服务供
给的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高铁服务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
聚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从行业对比来看，高铁服务对不同类型制造业行业的影响确实存在
一定差异，其中高铁服务对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的负向影响要大于其他行业，这意味着高铁服务供

给对依赖创新活动的行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更为明显。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依赖创新和研发活
动，高铁服务供给强度的提高，极大地便利了跨地区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技术和知识

的空间扩散［28］，而技术和知识空间扩散的加快，有助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部门跨地区转移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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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高铁服务供给对制造业分行业集聚的异质性影响

劳动密集型行业 资本密集型行业 技术密集型行业

EG_JOB EG_IND EG_JOB EG_IND EG_JOB EG_IND

ln( 1 + HSＲ) －0． 009＊＊＊
( 0． 003)

－0． 043＊＊＊
( 0． 008)

－0． 012＊＊＊
( 0． 003)

－0． 017＊＊＊
( 0． 007)

－0． 018＊＊＊
( 0． 004)

－0． 048＊＊＊
( 0． 01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 051
( 0． 044)

－0． 209
( 0． 137)

－0． 230＊＊＊
( 0． 047)

－0． 162*

( 0． 093)
－0． 177＊＊＊
( 0． 064)

－0． 347＊＊
( 0． 141)

样本数 1 067 1 294 1 385 1 556 910 1 019
Ｒ2 0． 548 0． 312 0． 502 0． 366 0． 586 0． 494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Hensen J
统计量

2． 080
［0． 149］

0． 168
［0． 681］

0． 347
［0． 555］

1． 049
［0． 305］

0． 992
［0． 319］

1． 817
［0． 177］

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

156． 560
［0． 000］

201． 851
［0． 000］

184． 350
［0． 000］

236． 393
［0． 000］

104． 688
［0． 000］

110． 812
［0． 000］

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

104． 501 139． 122 115． 818 161． 888 65． 040 68． 819

4． 稳健性检验
( 1) 分时序回归
上文从行业异质性视角，考察

了高铁服务供给强度对不同制造业

行业集聚的异质性影响。那么在不
同时序内，高铁服务供给对制造业

集聚的影响又有何不同? 另外，本

文采用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

据，在 2011 年发生了统计口径的变
更，虽然 EG 指数是一种相对指标，
原始数据口径的变化并不会对测算

结果产生明显影响，但基于实证结

果的稳健性考虑，这里我们通过分

时序估计，来验证本文实证结果的
表 6 高铁服务供给强度对不同时序制造业集聚的异质性影响

EG_JOB EG_IND
YEAＲ ＜2010 YEAＲ ＞2011 YEAＲ ＜2010 YEAＲ ＞2011

ln( 1 + HSＲ) －0． 018＊＊＊
( 0． 005)

－0． 008＊＊＊
( 0． 002)

－0． 053＊＊＊
( 0． 010)

－0． 021＊＊＊
( 0． 00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 196＊＊＊
( 0． 050)

－0． 132＊＊＊
( 0． 044)

－0． 508＊＊＊
( 0． 103)

－0． 042
( 0． 088)

样本数 1 403 1 959 1 578 2 291
Ｒ2 0． 461 0． 637 0． 291 0． 486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

176． 752 232． 610 236． 008 265． 852

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

［0． 000］
241． 985

［0． 000］
344． 954

［0． 000］
412． 265

［0． 000］
401． 568

注: 本部分使用两个工具变量进行回归时，并没有通
过过度识别检验，因此表中估计结果仅保留了 2006 年铁
路客运量作为工具变量，但并不影响实证结论。

表 7 更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测试
EG_JOB EG_IND

( 1) ( 2) ( 3) ( 4)

TＲAN －0． 003＊＊＊
( 0． 000)

－0． 003＊＊＊
( 0． 001)

－0． 004＊＊＊
( 0． 001)

－0． 004＊＊＊
( 0． 001)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常数项
0． 075＊＊＊
( 0． 006)

－0． 327＊＊＊
( 0． 123)

0． 112＊＊＊
( 0． 010)

－0． 068
( 0． 228)

N 732 705 800 772
Ｒ2 0． 044 0． 201 0． 022 0． 076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TＲAN表示高铁站点数。

稳健性，并比较不同时序内高铁服务供给强度

对制造业集聚的异质性影响。表 6 报告了回归
结果，结果表明分时序回归依然支持了上文的

实证结论，也即高铁服务供给强度的增加确实

促进了制造业的空间分散，但从分时段回归中

高铁服务供给强度的回归系数来看，2010 年之
前，高铁服务供给强度系数较大，可能的解释是，

2008年正值次贷危机爆发时期，在外贸受阻、
融资困难的情况下，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有向外

围地区迁移的动机，而高铁服务带来的时空压缩

效应，使外围地区的要素成本优势凸显，最终促

进了制造业更多地向外围地区转移和扩散。
( 2)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前文实证中我们以高铁日出行频次作为高

铁服务供给强度的衡量指标，考察高铁服务供给

强度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那么如果替换核心解

释变量，实证结论是否依然成立? 一般而言，高

铁站越多的省份，当地居民享受高铁服务供给的

可及性越好。作为高铁网络的节点，高铁站的数
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高铁网络密度，

因此也可采用高铁站点数来衡量各省份高铁服

务供给强度。本文借鉴 Debrezion et al．［42］的做
法，以高铁站点数作为高铁服务供给强度的衡

量指标，以考察期最后一年也即 2013年的横截面数据对上文的实证结论进行稳健性测试。通过手工收
集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中国各省份拥有的高铁站点数信息，以高铁站点数作为省域高
铁服务供给强度的衡量指标进行稳健性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如表 7，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更换了核心解
释变量，本文的实证结果仍然稳健，也即高铁服务供给的增加在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的空间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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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运用 EG指数法测算了中国 30 个省份 27 个二位数制造业在县级层面的集聚程度，通过行

业取均值方法得出各省份制造业的平均集聚程度，并对此进行时序上的比较分析，EG指数测算结果
表明: 2008—2013 年间，中国 30 个省份制造业平均集聚程度整体呈现出逐年弱化现象，30 个省份
EG指数平均值由 2009 年的峰值 0． 101，下降至 2013 年的 0． 062。30 个省份中有 19 个省份在 2010
年后制造业整体集聚程度呈现下降特征。在运用 EG指数测算中国各省份基于县级层面的集聚程度
后，本文通过手工收集各省份高铁日出行频次数据，运用 GMM模型实证检验了高铁服务供给对制造
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 高铁服务供给是引起制造业空间分散的重要动因，整体上看，高铁服务供

给显著地抑制了制造业整体集聚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制造业的空间分散。从分行业来看，中国高铁
服务供给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负向影响大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行业，本文的实

证结论在进行分时序回归和更换高铁服务供给变量后依然成立。
当然，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本文采用 EG指数测算省域制造业分行业集聚程

度后，再求平均值得到省域制造业平均集聚程度，通过不同时序的比较可以大致判断中国各省份县

级层面制造业集聚程度的总体态势。但是由于没有考虑行业间的差别，仅通过简单求取行业平均值
得到制造业行业平均集聚程度，可能导致一定的偏差。对产业集聚的测度，一直以来是新经济地理
学和相关学科研究中富有挑战性的课题，虽然目前已经发展出多种测算产业集聚的方法，但目前仍

未形成统一的可参照的标准，各指标在设置上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本文采用的 EG指数法在测算制造
业行业集聚程度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一是 EG指数测算结果依赖行业和地理划分，不同的划分方
法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二是 EG指数可能无法准确刻画那些跨越行政边界、出现连续集聚的行业
集聚水平。另一方面，本文以高铁日出行频次作为高铁服务供给强度的替代变量，实证考察了高铁
服务供给强度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并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考察高铁服务供给对制造业行业集聚

的影响差异，还通过 GMM估计最大限度地克服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误问题，进一步通过分时序回归
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等方法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保证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然而，本文
并没有对高铁服务供给影响制造业集聚的路径进行深入的分析，后续的研究可围绕高铁服务供给如

何影响制造业集聚做进一步拓展。

注释:
①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铁路局( http: / /www． nra． gov． cn)
②资料来源于国家铁路局 2004 年、2008 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http: / /www． nra． gov． cn)
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 13 ) 、食品制造业( 14 ) 、饮料制造业( 15 ) 、烟草制品业( 16 ) 、纺织业
( 17)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18) 、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 19)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 20) 、家具制造业( 21) 等 9 个二位数制造业行业;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包括造纸及纸制品业( 22) 、印刷业和记录媒
介的复制( 23)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24 )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25 )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 26) 、化学纤维制造业( 28)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1) 、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2 ) 、金属制品业( 33 ) 等 11 个二位数行业;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包括医药制造业
( 27) 、通用设备制造业( 34) 、专用设备制造业( 3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3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37) 、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8) 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39) 等 7 个二位数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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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high-speed rail service supply on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provinci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ZHU Wentao
(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mei University，Xiamen 36102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icro-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data of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from 2008 to 2013，
the EG index method is used to measure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30 provinces of China at
the county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trend of the averag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30
provinces，the overall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China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been declining year by year，and the spatial
diffusion situation is obvious，but it has inter-provincial heterogeneity． On the basis of measur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various provinces in China，the data of the high-speed trains in each province is collected，and
GMM estimation method is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 service supply on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provinci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overall，the increase of high-speed rail service supply
plays a role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pace agglomeration． Significant inhibition has promoted the spatial dispers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urther investigations by industry have found tha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 service supply
on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technology-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labor-intensive and capital-
intensive manufacturing． We tested the robustness of the empirical conclusions by time-phase regression and replacement of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and found that after the time-phase regression and the replacement of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Key words: high-speed rail service; EG index; spatial agglomeration; instrumental variable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patial 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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